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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探索城市建设与低碳经济发展之间的互动规律对实现区域高质量可持续发展有着重要意义。基于此，

本文以长株潭城市群为研究区，综合运用脱钩发展模型和灰色关联度等方法分析城市紧凑度和碳排放强度两者之间

的互动关系及驱动因素。结果表明：(1)2005～2017年长株潭城市群 UC指数以及各类功能紧凑度的耦合协调度总体

呈上升趋势，但各市区仍存有较大提升空间；(2)研究期长株潭城市群 CEI 值呈逐年下降趋势，且各市区 CEI 值变

化速率略有差异；总体来看大致可划分为高碳排放(2005～2007 年)、持续减排(2008～2011 年)和低碳优化(2011～

2017 年)3 个阶段；(3)长株潭城市群 UC 和 CEI 多数年份处于强脱钩关系，少数年份表现为衰退脱钩及其他状态，

各市区历年的脱钩状态和程度略有差异；(4)长株潭城市群 UC和 CEI 的脱钩状态与各驱动因素的时空关联度表现不

尽相同；整体来看，影响程度由弱到强依次表现为政府参与<科技创新<人口素质<城镇化水平<产业结构。未来城市

建设过程中应注重各运行系统的耦合协调，在重视高品质城市开发的同时亦需结合自身资源禀赋创新打造城市的低

碳发展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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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市是社会经济发展的主要空间载体，其经济密度远超其他区域，因而城市发展的质量直接影响着区域土地利用综合效益
[1]。城市粗放蔓延式的发展往往会引发一系列问题，从而使得构建一种高效和资源节约型的城市发展模式成为公众的共识。1973

年西方学者丹尼兹格(Dantizg)等首次提出紧凑城市概念，认为缩短交通距离能显著减少污染物排放并促进城市的可持续发展。

至此紧凑城市理论被学界广泛关注[2,3],并被证实是一种缓解能源紧缺和环境污染行之有效的大型城市发展模式[4]。与此同时随着

低碳经济理论的发展和碳减排意愿的加强，涉及碳排放方面的研究成为近年来关注的热点
[5]
。众多学者对发展中国家的国情进行

考量后，认为基于碳排放强度的温室气体减排方案更加公平[6]。碳排放强度即单位产值的碳排放量，是衡量低碳经济发展的重要

参考。通过提高碳排放强度以间接达到减排目的，能有效解决经济发展与碳排放强度持续增加所产生的困扰。而城市用地是碳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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放最主要的来源地，因而从土地利用的视角开展城市碳排放效率研究亦有助于了解区域的碳排放规律[7]。由此可知，城市紧凑度

和城市碳排放强度是表征城市空间高质量开发利用的两个重要指标。那么城市空间紧凑度和以生态效益为考量的城市用地碳排

放强度在时空格局上呈现怎样的一种演化特征关系?影响两者关系发生变化的驱动因素有哪些，以及驱动强度有何差异?本文将

围绕以上问题展开研究，以进一步揭示城市紧凑性与碳排放强度的互动关系及其驱动因素。 

国内外学者关于城市紧凑度方面的研究较为丰富。研究方法上可大致归为两类：一类使用城市空间形态紧凑度模型等对城

市用地状况进行物理指标测量[8];另一类则更注重城市功能上的紧凑性，使用综合评价指标体系对城市紧凑程度进行度量[9,10]。虽

然现有研究普遍认为紧凑城市建设在提高城市效率、防止城市无序蔓延和控制温室气体排放等方面能起到重要作用[9],但是由高

密度的城市发展所带来的城市拥堵和城市热岛效应等问题亦不容忽视，因此寻求适度的紧凑才是城市高质量发展的最优选择。

国内外关于碳排放方面的研究则可从测算方法、影响因素和耦合关系等三个方面进行梳理。从测算方法来看，部分学者将单位

GDP 碳排放量、单位能源碳排放量或者人均碳排放量等作为衡量碳排放特征的指标。也有部分学者运用改进后的 DEA[11]或 SFA[12]

等方法衡量碳排放的产出效率。从影响因素来看，学者们的研究表明影响碳排放强度和效率的因素主要包括：环境规制强度[13]、

政府干预[14]、产业结构[15]以及科技水平[16]等；且不同因素的变化对碳排放强度和效率的影响程度不同。耦合关系方面的研究，主

要探讨碳排放效率与产业结构的关系[17]、碳排放-经济发展-环境保护的耦合协调[18]以及碳排放与城镇化的耦合关系[19,20]等。此外，

也有不少学者从产业部门的角度对交通
[12]
、出口贸易

[21]
、工业和农业

[22,23]
等方面碳排放强度和效率展开过研究。 

随着关于城市问题的系统性研究不断增强，对城市紧凑性和低碳经济之间的互动关系研究也成为当下急需探讨的课题。然

而现有文献中关于两者之间的关系研究较少且规律总结相对欠缺。现有文献主要涉及城市紧凑度与能源使用效率方面的互动机

制[24],以及城市的空间紧凑度与碳排放强度之间的关系研究等[25]。上述研究结果皆表明不同阶段的城市特征与同时期的城市碳排

放强度存在某种互动关联特征。总体来看，现阶段虽对城市紧凑度和碳排放等分领域皆有较深入的探讨，但在城市功能紧凑度与

碳排放强度的互动关系研究方面却略显单薄。因此，本文认为还可从以下几方面进一步完善：一是目前文献对城市紧凑度和碳排

放强度的研究多关注其总量变化上，然而刻量区域人地关系的紧张程度和产出水平使用人均、地均和单位产出效率等指标往往

更为科学；二是现有文献在城市紧凑度与碳排放强度的关系研究中内容深度不够，其机理还有待进一步解释；三是已有文献多侧

重于宏观尺度，对区域城市群层面的地级城市尺度关注较少。 

综上所述，探讨城市紧凑度(UC)与碳排放强度(CEI)之间的整体演进趋势和局部差异对区域的低碳可持续发展至关重要。长

株潭城市群作为中部地区重要的经济增长极，于2005年被纳入国家发展战略，此后其城市化水平和一体化进程进入快速发展阶

段。由此，本文以长株潭城市群为例，尝试构建 UC与 CEI 的测算指标体系，以揭示二者的时序演变特征及其互动关系。首先利

用熵值法计算 UC 指标的权重，通过加权求和得到长株潭 UC 指数历年变化情况；并进一步探讨各功能紧凑度的耦合协调发展特

征。然后对测算长株潭市区历年碳排放量和碳排放强度，分析其历年的碳排放波动情况及背景。最后，通过探讨长株潭城市群 UC

与 CEI 之间的脱钩关系及驱动因素，提出提升城市高质量发展水平的可行策略。本文旨在揭示中国中部城市群UC与 CEI之间的

发展规律和互动关系，以期为区域可持续发展提供相关政策建议。 

1 研究区概况与数据来源 

长株潭城市群行政区面积约 2.81 万 km2,2005～2017 年 GDP 由 2410.88 亿元增加到 14745.39亿元，增长 511.62%;全域总人

口从 1289.50万人增加到 1479.20 万人，增长 14.71%。鉴于探讨的是市辖区的 UC与 CEI 值，因此关注的是长株潭城市群各市辖

区范围内的城市建设和能源消耗碳排放情况。至 2017 年长株潭区域市辖区总面积约 3666km
2
,建成区总面积约 653km

2
,总人口约

524 万人，GDP总量达8798.61 亿元。为了考察 UC与 CEI的动态时空互动关系，本文以 2005～2017年长株潭城市群的面板数据

为样本。指标中涉及的市辖区面积统一采用 2017 年的行政区划范围；市区人口指市辖区年均常住人口；固定资产投资不含农户

固定投资；GDP 值以 2005 为基期年进行平整处理。由于统计口径和其他客观原因所造成的数据误差和缺失，通过数据平差法和

比例推算法进行修正和补充。其中能源消耗量来自历年的《湖南省统计年鉴》和各地市年鉴，其他数据来自对应年份的《中国城

市统计年鉴》和《中国城市建设统计年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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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研究方法 

2.1 城市紧凑度测算 

根据已有研究成果，城市紧凑度测算多从城市空间物理紧凑和城市空间功能紧凑两方面考量。但相对于单纯物理形态上的

紧凑，城市功能紧凑性更能凸显城市的舒适性和持续性特点。本文在参照相关代表性文献的基础上[10,26],针对本区域特点进行适

当修正，从城市土地利用、经济发展水平、常住人口和交通运转等四个方面构建紧凑度指标体系，见表 1。为消除不同量纲带来

的影响，对二级指标数据进行离差标准化。采用熵值法计算紧凑度指标的权重系数。熵值法能很好地克服多指标变量间信息的重

叠和人为确定权重的主观性，从而客观地反映各指标要素之间的内部变化[27]。 

表 1城市紧凑度测算指标体系 

 指标 二级指标 二级指标说明 单位 权重 

城市紧凑度 

土地利用紧凑 

市区开发利用强度(+) 建成区面积/市区面积X1 % 0.052 

建成区硬化率(+) 建成区建设用地面积/建成区面积 X2 % 0.112 

人均建设用地(-) 市区建设用地面积/市区人口 X3 km2/万人 0.050 

经济紧凑 

人口经济密度(+) GDP/市区人口 X4 万元/万人 0.101 

土地投入强度(+) 固定资产投资总额/市区面积 X5 万元/km
2
 0.117 

土地产出强度(+) GDP/市区面积 X6 万元/km2 0.121 

人口紧凑 

市区人口密度(+) 市区人口/市区面积 X7 万人/km2 0.103 

人口就业密度(+) 总从业人员数/市区面积 X8 人/km2 0.106 

住宅人口密度(+) 市区人口/居住用地面积 X9 万人/km2 0.138 

交通紧凑 

人均道路交通设施面积(-) 市区道路面积/市区人口 X10 m2/人 0.030 

每万人拥有公共汽车数(-) 年末公共营运汽电车/市区人口X11 辆/万人 0.026 

每万人拥有出租车数量(-) 年末出租车数/市区人口 X12 辆/万人 0.044 

 

2.2 碳排放强度测算 

城市碳排放强度是指城市区域范围内单位经济产出所释放出的CO2排放量，是衡量国家经济发展质量以及经济与环境关系的

重要指标。该值的升降表征区域在实现低碳发展水平上的优劣情况。鉴于此，本研究采用相对直观的单位二三产值的碳排放量表

征城市 CEI。即碳排放强度 Y=能源消耗碳排放 Ej(t)/二三产业增加值 Y2(亿元)。其中市辖区的碳排放当量是以全市总碳排放量

为基础，通过其行政区范围内生产总值贡献率进行折算而来。目前碳排放量核算的方法主要有物料平衡法、生命周期法、碳足迹

估算法和碳排放系数法等[28]。此处采用较为普遍的碳排放系数法核算长株潭城市群的碳排放量，计算公式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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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中：j为消费能源的品种；Ej为城市净碳排放总量；ej为第 j种能源消耗量；αj为第 j种能源消费量折标准煤的系数；βj

为第 j种能源的碳排放系数。各能源品种的碳排放系数主要参照国家环保局温室气体控制项目、日本能源经济研究所、国家科委

气候变化项目以及 IPCC碳排放计算指南等公布的参考系数；折标准煤系数则来源于《中国能源统计年鉴》(表 2)。 

表 2能源消耗的折标准煤系数和碳排放系数 

能源品种 
原煤

(t) 

洗精煤

(t) 

焦炭

(t) 

原油

(t) 

燃料油

(t) 

汽油

(t) 

柴油

(t) 

煤油

(t) 

液化石油

气(t) 

气态天然气

(万 m3) 

电力(万

kW·h) 

折标准煤

系数 
0.71 0.90 0.97 1.43 1.43 1.47 1.46 1.47 1.71 1.22 0.12 

碳排放系

数 
0.73 0.75 0.86 0.59 0.62 0.55 0.59 0.57 0.50 0.44 0.29 

 

2.3 模型构建 

2.3.1 耦合协调度模型 

运用耦合协调模型计算城市各功能紧凑性的耦合协调度，分值按 0.1 的间隔划分为失调类(极度失调、严重失调、中度失调

和轻微失调)、过渡类(濒临失调和勉强协调)和协调类(初级协调、一般协调、中等协调和高度协调)三大类。公式如下： 

 

 

式中：L(x)、E(x)、P(x)和 T(x)分别为城市土地、经济、人口和交通紧凑度数值。C为各类城市紧凑性的耦合度，表示城市

高质量发展过程中各方面之间的耦合程度。k为调节系数，一般取值范围为 2≤k≤5,本文取值为 4。T是城市化高质量利用的协

调程度，代表城市发展的韧度和整体水平。α、β、θ 和 λ 分别表示各 UC 指数在城市高质量发展中的权重系数，此处认为其

重要性程度相当，取0.25。D为耦合协调发展度，综合反映各方面之间的协调度和发展度的水平，代表城市高质量紧凑发展的总

体水平与程度。该模型可以有效观察在城市化发展过程中各功能紧凑度是否存在协同现象和耦合协调特征。 

2.3.2Tapio脱钩模型 

脱钩引自物理学的动力概念，指相互作用的多个物理主体间存在的相互关系发生减弱或趋近于零的过程。OECD 和 Tapio 先

后所构建的脱钩模型是两种较为熟悉的模式。前者最初用来描述环境压力与驱动力变化关系；后者在此基础上引入中间变量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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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因果链，并根据脱钩弹性值的大小将结果划分为 8 种脱钩状态，见表 2。其中 OECD 脱钩模型存在较明显的缺陷：一是对变量

的基期和末期取值比较敏感，容易造成结果偏差；二是过于笼统地划分脱钩类型，无法区分环境压力与经济增长之间的具体关系

类型
[29]

。相比 OECD 脱钩，TAPIO 脱钩模型克服了数据的敏感特征，其采用的“弹性概念”可对变量之间的脱钩关系进行动态反

映。该模型在城市规划、环境科学和土地科学等领域均有广泛应用。据此，本文选用 TAPIO 脱钩模型对长株潭城市群 UC 与 CEI

的脱钩关系进行分析。 

 

式中：T(CO2,U)表示脱钩弹性指数；ΔCO2表示城市现期相对于基期的 CEI 变化值；U表示城市的紧凑度指数；ΔU表示 UC的

变化情况。 

2.3.3 灰色关联度模型 

系统变量与不同因子之间随时间发生变化的关联性大小，称为关联度。在系统发展过程中，若两个因素变化的趋势具有一致

性，即同步变化程度或关联程度较高；反之，则较低。灰色关联分析模型即是根据各因素发展趋势的相异或相似程度，作为刻量

各因素间关联程度的一种定量方法。该方法可根据数据序列曲线的形状相似程度判断序列间联系是否紧密，其与相关分析和回

归分析相比能较真实地反映出系统的主要影响因素及差异[30]。目前常用的灰色关联度计算方法主要有斜率关联度、邓氏关联度、

灰色 B 型关联度以及 T 型关联度等。其中邓聚龙教授提出的邓氏关联度模型是运用较广的主流方法之一。本文采用该模型对长

株潭城市群 UC与 CEI 脱钩指数变动的驱动因素和关联程度进行分析。步骤参见相关文献[31]。 

 

图 1城市紧凑度与碳排放强度的 Tapio 脱钩弹性指数与状态度量模型 

3 城市紧凑度与碳排放强度的测算结果 

3.1 城市紧凑度的变化趋势及耦合特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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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各市区 UC指数动态变化情况来看，2005～2017 年长沙市表现为稳步上升态势，且上升势头很强；株洲市则总体表现为先

降后升；湘潭市表现为波动上升趋势，但至 2017年似有回缓态势。计算可知，2005～2017 年长株潭三市平均 UC指数分别为 0.46、

0.31 和 0.43。分解出各市UC的单项指标，以进一步解释造成UC指数具有明显差异的原因。从图 2(a)不难看出，长沙市区早期

以土地紧凑和人口紧凑为主；后期随着经济总量的不断攀升，经济紧凑和人口紧凑成为造成 UC显著提升的主要贡献因子。从图

2(b)可知株洲市区中间年份的紧凑度下降幅度较大。其可能原因是由于 2009～2010 年期间株洲城区扩增大量住宅用地面积，致

使人均住宅用地面积显著提高，人口紧凑度有所缓解；但随着后续常住人口的持续增加和经济形势持续向好，人口紧凑和经济紧

凑的快速增加使得株洲的 UC指数亦迅速提升。湘潭市作为长株潭城市群经济体量最小的地市，其市区经济发展长期滞后。从图

2(c)也能看出湘潭市区的经济紧凑度在早期占比较小，但自 2013 年后经济紧凑度持续性增加，并超过其他紧凑性指标成为造成

城市紧凑的主要表现特征。从图 2(d)可知，长株潭城市群平均UC指数总体呈上升趋势，但不同时间段上升幅度略有不同。2005～

2010 年 UC 指数变化较小，处于 0.26～0.30 之间。2011～2017 年 UC 指数增长迅速，从 0.40 增长到 0.55,增长幅度达 39.25%。 

基于耦合协调度模型计算可得 2005～2017 年长株潭城市各类功能紧凑性的耦合协调度，依据其耦合协调度等级可分析 UC

耦合协调发展的时空演变特征。从长株潭城市群整体的时序演变来看(表 3),区域耦合协调水平基本呈逐年上升趋势，中间年份

略有停滞。2005 年长株潭平均耦合协调度为 0.34,为轻度失调水平；2011 年耦合协调度约为 0.53,首次跨进勉强协调类；2016

年耦合协调度上升到 0.60,勉强进入初级协调类。由此可知长株潭总体耦合协调度仍较低，提升潜力较大；研究时段其耦合协调

度的年均增长率仅为 4.46%,说明在城市群未完全发育成熟的背景下，城市建设不可避免的存在某些短板效应。分城市来看，研

究期长株潭三地耦合协调发展指数年均增速分别为3.83%、5.28%和4.55%;长沙平均协调度和耦合协调发展度分别为0.88和0.54,

株洲分别为 0.83 和 0.43,湘潭分别为0.88 和 0.53。结合前文UC指数动态变化情况可知，株洲和湘潭前期表现较差是由于经济

短板较为突出，而后期提升普遍较慢则可能是由于城市土地利用长期处于紧平衡状态，土地节约集约利用现状还有待进一步改

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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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 2005～2017 年长株潭城市群城市紧凑度变化趋势 

表 3长株潭城市群各类功能紧凑性的耦合协调度指数 

年份 C-长沙 D-长沙 C-株洲 D-株洲 C-湘潭 D-湘潭 
D-长株潭 

平均 

2005 0.864 0.405 0.311 0.252 0.627 0.350 0.336 

2006 0.895 0.435 0.701 0.341 0.792 0.399 0.392 

2007 0.896 0.437 0.903 0.392 0.815 0.462 0.430 

2008 0.958 0.466 0.953 0.420 0.858 0.495 0.460 

2009 0.959 0.486 0.991 0.393 0.952 0.486 0.455 

2010 0.935 0.512 0.925 0.379 0.970 0.504 0.465 

2011 0.931 0.594 0.920 0.461 0.969 0.530 0.528 

2012 0.929 0.615 0.918 0.490 0.949 0.532 0.546 

2013 0.908 0.614 0.925 0.508 0.943 0.610 0.577 

2014 0.841 0.612 0.893 0.509 0.939 0.647 0.589 

2015 0.820 0.619 0.817 0.471 0.919 0.643 0.578 

2016 0.796 0.631 0.856 0.521 0.910 0.665 0.606 

2017 0.762 0.636 0.745 0.467 0.822 0.597 0.567 

 

3.2 城市碳排放量与碳排放强度的演变趋势 

将历年各能源品种的消耗量转换成标准煤当量，结合碳排放系数计算区域能源消耗碳排放总量和市辖区碳排放量，结果见

图 3。能源消耗碳排放量数据表明：2005～2017年长沙和株洲的全市碳排放总量呈下降态势，中间年份略有起伏。湘潭的全市碳

排放总量明显高于其他两市，总体表现为先升后降的趋势。进一步分析湘潭市的产业结构特征后发现，湘潭钢铁集团公司和大唐

发电厂是湘潭市能源消耗大户，其历年综合能源消耗量占全市总消耗量的比例较高，2018 年两家企业甚至占比达到 85%以上，是

致使湘潭市的碳排放总量较大的主要原因。湘潭市的能源消耗于 2011 年后呈现为下降趋势，主要是由于湘潭市 2011 年后围绕

“十二五”节能降耗的目标持续控制增量和消减存量，大力提升了能源的使用效率，因而全市的碳排放量也显著降低。2005～

2017 年长株潭市区碳排放量变化与全市碳排放总量变化趋势总体相似，但峰值点略有不同。长沙市总体碳排放量和市区碳排放

量基本表现为逐年下降态势，至 2017 年排放量下降为约 132.30 万吨，说明长沙市在优化能源结构和节能减排方面表现优异。

株洲市碳排放总量和市区碳排放量较为波动，但总体仍以下降为主。值得注意的是，2015 年以后株洲市区碳排放量表现为上升

趋势，并于2017年达到与长沙相近的水平；此转折可能与近年来株洲市积极承接外部产业转移和加快主导产业发展步伐密切相

关。而湘潭市在扣除了外围两家主要耗能企业的排放量后，在区域的占比相对较低。湘潭市区碳排放量高峰值年份出现在 2011

年，当年达到 188.34 万吨的排放量，此后总体也以下降为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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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 2005～2017 年长株潭城市群碳排放总量和市区碳排放量变化趋势(t) 

通过计算各市区历年 CEI 值，可以从图 4 中明显看出长株潭市区 CEI 总体皆呈逐年下降趋势。从长株潭城市群 CEI 的平均

数值从 2005 年的 365.65t/亿元降到 40.84t/亿元，低碳生产取得显著的实际功效。从分区来看，长沙 CEI 值最低，株洲其次，

湘潭 CEI 值相对较高。但由于株洲市区从 2015 年起 CEI 值表现出微弱的上升态势，至 2017 年超越湘潭成为区域之最。2005～

2017 年长沙市区 CEI值从 210.95t/亿元下降到 20.89t/亿元，下降比率约 90.10%;株洲市区至 2017 年降到 109.77t/亿元，下降

比率约 83.28%;而湘潭市区下降幅度高达 620.45t/亿元，下降比率约为 88.64%。根据长株潭城市群 CEI 值综合变化速率，大致

可将其划分为 3个阶段：第一阶段为 2005～2007 年(高碳排放阶段),在该阶段区域总体经济实力较弱，能源利用效率较低，CEI

值较大；第二阶段为 2008～2011 年(持续减排阶段),该阶段经济增长速率较高，能源结构和能源效率显著改善，CEI 值持续减

弱；第三阶段为 2012～2017年(低碳优化阶段),此阶段经济发展质量较高，能源供给侧结构更为科学合理，CEI 值总体处于较优

阶段。 

 

图 4 2005～2017 年长株潭市区碳排放强度的波动情况(t/亿元) 

4 城市紧凑度与碳排放强度的互动关系 

4.1 城市紧凑度与碳排放强度的脱钩关系 

通过测算，长株潭城市群 UC 与 CEI 之间的脱钩状态如表 4 所示。从城市群整体的 UC 与 CEI 指数脱钩关系表现看，大部分

年份处于强脱钩关系，少数年份表现为衰退脱钩及其他状态，说明区域 UC与 CEI总体呈现出往反向方向发展的态势。从各市区

的表现看，长沙各阶段均表现为强脱钩特征，但是脱钩程度依旧有较大的差异性；其中 2006～2007 年脱钩指数绝对值最大为-

14.21,说明该阶段以 CEI 指数下降速度相对于 UC指数增长速度更快。2010～2011年脱钩指数绝对值最小为-0.31,说明此阶段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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沙市区的 UC 发展较为迅速，反之 CEI 值减少的较为平缓。株洲的脱钩类型表现较为多元，在研究阶段内出现 6 个强脱钩期、3

个衰退脱钩期、2个强负脱钩期和 1个弱脱钩期，整体仍表现为以较明显的脱钩特征为主。湘潭大部分阶段呈现强脱钩特征，仅

2008～2009年和 2016～2017 年呈现为衰退脱钩的特征；其说明湘潭市的城市建设与碳排放也表现出较好的脱钩关系。 

表 4长株潭城市群紧凑度与碳排放强度的脱钩指数及脱钩状态 

年份 
T(CO2,U)- 

长沙 
脱钩状态 

T(CO2,U)- 

株洲 
脱钩状态 

T(CO2,U)- 

湘潭 
脱钩状态 

T(CO2,U)- 

长株潭 
脱钩状态 

2005～2006 -0.387 强脱钩 -0.214 强负脱钩 -2.104 强脱钩 1.269 衰退脱钩 

2006～2007 -14.214 强脱钩 -6.866 强脱钩 -0.619 强脱钩 -1.298 强脱钩 

2007～2008 -5.242 强脱钩 -3.442 强脱钩 -1.836 强脱钩 -4.030 强脱钩 

2008～2009 -2.560 强脱钩 1.222 衰退脱钩 1.357 衰退脱钩 3.040 衰退脱钩 

2009～2010 -1.209 强脱钩 19.319 衰退脱钩 -2.830 强脱钩 -2.798 强脱钩 

2010～2011 -0.315 强脱钩 -0.150 强脱钩 -1.066 强脱钩 -0.370 强脱钩 

2011～2012 -3.805 强脱钩 -1.700 强脱钩 -8.409 强脱钩 -4.388 强脱钩 

2012～2013 -7.332 强脱钩 -2.335 强脱钩 -0.549 强脱钩 -1.073 强脱钩 

2013～2014 -2.652 强脱钩 -7.550 强脱钩 -1.574 强脱钩 -2.696 强脱钩 

2014～2015 -4.666 强脱钩 5.046 衰退脱钩 -23.111 强脱钩 -36.463 强脱钩 

2015～2016 -1.903 强脱钩 0.539 弱脱钩 -1.772 强脱钩 -0.917 强脱钩 

2016～2017 -1.814 强脱钩 -3.042 强负脱钩 1.305 衰退脱钩 1.083 衰退连接 

 

4.2 城市紧凑度与碳排放强度脱钩关系的驱动因素 

UC 与 CEI 两者之间出现的脱钩现象和脱钩程度是受双方变化的共同影响因子作用后的结果。其结果的变化虽由直接因素的

变化所引起，但其本质上是各影响因子博弈协同后的综合结果。其中既有对两者都产生作用的公有因子，也可能有对某一方相对

影响较剧烈的私有因子，以上因子或直接或间接地对脱钩状态产生作用。本文结合相关文献，首先运用理论模型(图 5)重点分析

UC 与 CEI 脱钩关系中与社会经济发展相关的驱动因素的作用机制，并结合灰色关联度模型探讨各集合因子与脱钩发展系统的关

联程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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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5城市紧凑度与碳排放强度脱钩发展的驱动因素作用机制 

综合考虑当地实际情况及专家意见，选取的驱动因素如下：(1)产业结构。产业是城市生产生活有序运行的基础，不同产业

用地上的 CEI 值存在显著不同，是 UC 与 CEI 发生脱钩的直接推力因子，本文采用第三产业比重(%)进行度量。(2)城镇化水平。

城市的发展不仅受内部因素的变化影响，也有区域城乡协同发展的作用。城镇化水平是区域发展过程中的重要显性表达，通过影

响地区经济发展规模和模式对其脱钩关系进行作用，本文采用城镇人口比重(%)衡量。(3)科技创新。科技研究与开发促进生产力

水平的提升，其不仅能加速改变城市的生产生活方式，也对城市的形态和用地效率产生深刻影响；此外，技术进步也是促进产业

转型升级和低碳生活的主要驱动力。本文具体以R&D 内部支出占生产总值比重(%)指标衡量。(4)政府参与。政府担任城市建设和

管理的主要角色，其政策行为能对 UC与 CEI 脱钩产生直接作用。本文使用人均公共财政支出(万元/人)表征政府的调控。(5)人

口素质。劳动力是城市存在和发展的基础，高端人才是提升城市品质和发展质量的有力支撑。长株潭三地均设有一定数量高校，

且大学生在城市经济生活中发挥着巨大影响作用。此处选取每万人大学生数(人)为具体指标。驱动因素作用机制见图 5。 

基于此，运用灰色关联度模型计算 UC与 CEI 脱钩程度与驱动因子的关联度(表 5),关联度越高表示该因子对两者变动方向有

着更高的影响力。从结果可知，产业结构、城镇化水平、科技创新、政府参与和人口素质等驱动因素与脱钩指数变化的关联度普

遍在 0.7以上，关联程度较强，充分说明 UC与 CEI 脱钩特征与各驱动因素具有密切关联。从城市群整体平均来看，其联系程度

按弱到强顺序依次为：政府参与<科技创新<人口素质<城镇化水平<产业结构。将单个驱动因素进行分解，可以看出各驱动因子在

不同地区的影响程度具有显著差异：(1)产业结构。株洲市区的产业结构变化与脱钩指数关联性最强，达到 0.842;而长沙和湘潭

相对来说关联性较弱。从株洲的产业结构变化来看，2005～2017 年其第三产业比重从 40.91%提升到 52.97%,总体提升幅度最高。

这表明相比于其他两地，株洲的产业结构转型在提升城市紧凑度和碳减排方面发挥了更大的作用。(2)城镇化水平。长株潭城市

群城镇化水平总体较高，其中长沙市的城镇化水平甚至超过 77%。从关联度指数得知，积极推动城镇化达到较高水平能够有效促

进 UC 与 CEI 的脱钩发展，如株洲的城镇化变动对两者脱钩发展的影响就较为敏感。(3)科技创新。科技水平的提升对城市的高

质量建设和清洁能源的使用具有巨大促进作用，能有效调节城市建设用地扩张与 CEI 之间的关系。从表可知长沙市的科技创新

能力变动对脱钩发展的敏感最高，表明长沙在加大科学技术投入确实能对缓解城市问题带来立竿见影的效果。(4)政府参与。相

比于其他驱动因素，政府干预对脱钩发展的影响相对较小，且各地市的关联度指数的差异较小。说明政府作为公共服务的供给

方，虽然对城市建设有着不可替代的功能，但是这种作用产生的效应在区域间的差异并不大。(5)人口素质。城市的竞争其本质

就是人才的竞争，人才的集聚对城市环境的改造和城市品质的提升具有较高支撑力。关联度指数表明株洲市区的大学生数量变

化对 UC与 CEI的脱钩发展具有较强关联特征，达0.848;其原因在于株洲市区的每万人大学生数和大学综合实力在城市群范围长

期处于相对弱势的地位，人才的稀缺也凸显了高素质人才在城市建设发展中的重要地位，因而导致 UC与 CEI 脱钩发展与人口素

质变动之间的关联指数值远超其他两地。 

表 5长株潭城市紧凑度与碳排放强度脱钩发展程度的驱动因素关联度 

地区 产业结构 城镇化水平 科技创新 政府参与 人口素质 

长沙 0.805 0.815 0.838 0.795 0.809 

株洲 0.842 0.822 0.818 0.798 0.848 

湘潭 0.802 0.806 0.770 0.798 0.780 

长株潭 0.816 0.814 0.809 0.797 0.812 

 

5 结论与讨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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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长株潭城市群平均紧凑度总体呈上升趋势，其中长沙市区总体表现为稳步上升态势，且上升势头很强；株洲市区总体表

现为先降后升；湘潭市区表现为波动上升趋势，但近年来似有微弱的回缓态势。各地区城市紧凑度的功能紧凑分解因子贡献程度

差异较大，但后期基本皆以经济紧凑加剧为主要表现特征。此外，2005～2017 年长株潭城市各类功能紧凑性的耦合协调度基本

呈逐年上升趋势，中间年份略有停滞；至 2017年长株潭各市区紧凑度分别表现为初级协调、勉强协调和濒临失调的水平。 

(2)从全市的总碳排放量来看，湘潭市排放总量远超长沙市和株洲市；但在长株潭市区的碳排放量中，长沙市碳排放量相对

较高，且长株潭市区总碳排放呈现波动下降的情况。此外，长株潭市区 CEI也总体皆呈逐年下降趋势。长株潭城市群的 CEI平均

数值从 2005 年的 365.65t/亿元降到 40.84t/亿元，低碳经济的推广取得显著的成效。本文根据研究期长株潭城市群的 CEI变化

速率，将其大致划分为 3个阶段：即高碳排放阶段(2005～2007 年)、持续减排阶段(2008～2011 年)和低碳优化阶段(2012～2017

年)。 

(3)整体来看，长株潭城市群 UC 与 CEI 大部分年份处于强脱钩关系，少数年份表现为衰退脱钩及其他状态。其中长沙各阶

段均表现为强脱钩关系，但不同年份脱钩程度有较大的差异；株洲历年的脱钩类型仍以强脱钩和衰退脱钩为主；湘潭市区的 UC

与 CEI 也表现出较明显的脱钩关系。 

(4)UC 与 CEI 脱钩的驱动因素分析结果表明，产业结构、城镇化水平、科技创新、政府参与和人口素质等驱动因素与脱钩指

数变化的关联度程度普遍较强。从城市群整体数据来看，各驱动因素的影响程度按弱到强依次呈现为政府参与<科技创新<人口

素质<城镇化水平<产业结构。此外，根据各驱动因子在各地区的影响程度差异情况可知：株洲市区 UC与 CEI脱钩指数的变动与

其产业结构、城镇化水平和人口素质的变动都有较强关联性；长沙市的科技创新能力变动对 UC 与 CEI 脱钩发展的敏感性较高；

政府干预对脱钩发展的影响普遍相对较小。 

(5)结合以上结果，本文认为长株潭城市群未来可从以下几方面采取措施，以促进城市和经济的高质量发展：①重视城市各

方面的功能紧凑性协调发展。在优化产业结构和扩大城市规模的同时，注重各城市功能区的产城融合发展以及公共交通基础设

施的均衡布局，注重人口、土地和经济城镇三者耦合协调，注重城市土地高质量利用以及地下空间的合理开发。②加大技术研发

以提升能源使用效率，加强对重点碳排放大户企业和重点行业的能源使用监管和技术投入补贴。加快产业结构转型升级，提升第

三产业在国民经济中的比重。推动清洁能源在能源消耗中的重要支撑作用，增强城市居民在低碳生活和环保建设方面的意识和

参与度。③大力引进高素质人才和科研团队，深刻认识人才在城市建设和经济发展中的中流砥柱作用。优化营商环境和人才培养

晋升制度体系，为人才和高新技术产业集聚提供坚实的软硬件基础。④逐步弱化政府在应由市场支配领域的干预作用，加强地方

政府的治理能力和服务水平，突出长株潭城市群一体化发展方面的政策工具运用和规划引导。 

综上，客观掌握城市开发建设与低碳经济发展之间的互动规律和演化特征对城市土地高质量利用有着重要意义，着力补齐

城市短板和提升经济发展质量将是未来城市建设过程中重要内容。本文以长株潭城市群为例，以此揭示中国中部城市群城市建

设与低碳经济之间的互动关系特征。从结果可知，两者之间确实存在较为明显的脱钩发展现象，具有一定代表性。但由于部分数

据获取较为困难，本文仅考虑市区能源碳排放这单一来源，忽视了城市运行过程中其他诸多方面的碳排放量。虽所忽视部分占比

较小，但是对研究结果的科学性依然有一定的影响。再者，本文对城市紧凑度的衡量忽视了城市空间形态的影响以及城市轨道交

通对缓解城市紧凑性的作用功能；使得城市总体紧凑度计算会出现一定误差。此外，本文可能在选取 UC与 CEI 脱钩发展的驱动

因素时较为主观和片面，研究结果具有一定局限性。鉴于此，本文认为未来还可从这几方面进行改善：一是碳排放测算考虑城市

生活垃圾碳排放和汽车等交通工具的尾气碳排放等；二是紧凑度计算需将城市布局形状和轨道交通对城市紧凑性的影响纳入考

量；三是从理论层面建立一套完整的互动机理逻辑分析框架，进一步探讨其驱动因素的作用机制，为后续研究打下理论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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